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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公共政策的工具设计、 应用策略与
政策效应： 基于类型学的分析

满小欧　 张　 雨

【摘要】行为公共政策的兴起使公共政策研究逐渐转向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微
观解释及有效干预，然而当前研究多局限于“助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为公
共政策工具丛的拓展及其策略与效应的差异。论文基于政策工具的干预对象与
干预核心，创新性地构建了需求行为型、需求能力型和供给行为型的行为公共
政策工具类型学分析框架，并从三个主维度和六个子维度分别对四类行为公共
政策工具，即助推、强推、助力和督推进行了系统深描与比较分析。研究表明，
尽管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均瞄准传统工具难以应对的“个体失灵”与“行为偏
差”问题，但其干预策略不尽相同。政策制定者应在系统分析政策情境与实践
场域的前提下，合理选择政策工具及其组合，以提高政策执行成效。

【关键词】行为公共政策　 政策工具　 类型学　 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４）０５ － ０１７９ － １７

一、引言

近年来，公共政策与行为科学的交叉融合推动了行为公共政策这一新兴研
究领域的快速发展，通过引入行为经济学、决策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行
为公共政策聚焦于公众决策行为改变的微观解释及有效干预，其研究重点也从
宏观政策设计逐渐转向微观个体的政策态度和行为决策。在行为科学对公共政
策学科的影响下，现有研究主要围绕行为公共政策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行为公
共政策工具范式及其应用等方面展开。一是从理论层面探索行为公共政策本质，
提出政策科学研究从“理性人”到“行为人”的根本行为转向过程，通过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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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为与态度微观层面的跨学科分析，揭示政策的动态行为机制，进而探索提
升政策有效性的理论路径（吕小康等，２０１８；Ｍｏｈｒ ＆ Ｄａｖｉｓ，２０２３；景怀斌，
２０２１）；二是在应用层面探究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的干预效果，通过实验调查等实
证方法，对助推与传统政策工具的干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胡塞全等，２０２２；
张书维等，２０２１）。

相比“禁令”和“经济诱因”等传统政策工具，行为公共政策工具以“有
限理性”和“自由家长主义”为理论基石，探索更为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干预方
式，旨在通过深入理解和尊重个体行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构建一种更
加灵活有效的政策机制，以适应不同情境下的政策需求和目标（傅承哲等，
２０２１）。其以柔性、精准的干预方式凸显了低执行成本、高社会效益等优势，在
行为公共政策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能够帮助政府和公共机构“以小
拨大式”实现特定目标或达到预期政策效果（景怀斌，２０２１）。然而，当前行
为公共政策研究多局限于“助推”工具，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为公共政策工具
丛的拓展及其应用策略与效应的差异。尽管已有学者运用技术认知
（Ｔｅｃｈｎ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等行为工具应对社交媒体传播中的错误信息现象
（Ｇｗｉａｚｄｚｉńｓｋ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运用促进（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助推和助力三种行为工
具构建行为改变资源模型（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ｎ ＆
Ｅｓｃｈ，２０２２），讨论去偏差（Ｄｅｂｉａｓｉｎｇ）和助推＋（Ｎｕｄｇｅ Ｐｌｕｓ）等对助推的替代
作用（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但鲜有研究对行为公共政策工具进行系统化的分
类与讨论。超越“助推”以拓展行为公共政策工具，明确不同类型行为公共政
策工具干预的特点和适用的政策情境，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选择更加适配政策
目标的政策工具，从而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实现“精准施策”。

因而，本文在厘清行为公共政策理论起源的前提下，通过系统综合现有行为
公共政策工具研究，依据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干预对象（需求方或供给方）与干预
核心（行为或能力），创新性地构建了“需求行为型”“需求能力型”和“供给行
为型”的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类型学分析框架，并从三个主维度和六个子维度，对
四类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即助推（Ｎｕｄｇｅ）、强推（Ｓｈｏｖｅ）、助力（Ｂｏｏｓｔ）和督推
（Ｂｕｄｇｅ）进行了系统深描与比较分析。研究旨在拓展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理
论性与系统性，识别不同类型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的工具设计、应用策略与政策效
应，为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有限理性”与“自由家长主义”：行为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石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对经济成本与治理效益的综合权衡，这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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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领域对经济理论具有高度的依赖性。随着经济学领域逐渐出现“行为
人”“有限理性”等代替“理性人”的假设，这一影响也扩散至公共管理与公
共政策领域，不仅帮助政策制定者加深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而且在此基础上对
政策效果和行为干预进行解释和评估，提高政策设计的有效性（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Ｔｈａｌｅｒ和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９）提出要“秉持温和的自由家长主义进行政府
干预”，通过政策设计提升政策执行效力。因而，在探究行为公共政策如何植根
于政策科学的理论源泉，进而关注政策工具对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形塑效应的
过程中，“有限理性”与“自由家长主义”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理解和
研究行为公共政策重要的理论基石。
１ ． 政策决策转向：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
传统公共政策主要基于“理性人”假设理解决策行为规范，但Ｓｉｍｏｎ等人

（１９６６）研究发现，决策者无法做出最佳选择，只能获得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此
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也不断拓展了政策模型的认知基础，使“理性决策”的
主导地位逐渐被“有限理性”替代，这一决策模式的转向也为揭示公众政策决
策与行为规律带来了新视角。

自２０世纪中叶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 （１９４７）提出效用理论和Ｓａｖａｇｅ （１９５４）提出
贝叶斯决策理论以来，理性决策理论得到了空前发展。该理论认为决策者是
“理性的经济人”，能够根据对获得的有效信息的理性思考及对资源进行加工，
做出最优的方案选择。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公众决策与行为被认为是在政策
推动下做出的对自我最有利的理性选择。然而，２０世纪末以来，概率思维方法
的提出促进了对不符合完全理性假设行为的发现与研究。决策管理之父Ｓｉｍｏｎ提
出了“有限理性”决策，Ｋａｈｎｅｍａｎ等人（１９７９）侧重对行为人在决策时因沉没
成本、损失厌恶等因素导致的非理性行为进行解释，Ｔｈａｌｅｒ和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３）
亦对“非理性行为”做出进一步解释，即个体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人格、文化等
多方面影响，由此产生的偏好反转和认知偏差，将使个体做出非效用最大化和
与自身福利不相符的低效决策（李德国、蔡晶晶，２０１６）。因而，政府作为公共
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可以利用公众的“有限理性”决策特性，对个体非理
性行为进行隐性干预，引导其做出利己决策进而改善公众行为（李胜、周玲，
２０２３）。

因此，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决策模式的转向，不仅有效解释了
公共政策与公共治理中难以被经济模型所预测的非理性行为，对公共政策制定
与执行予以纠偏，而且使以“有限理性”为基石之一的行为公共政策形成了不
同于传统公共政策的政策框架与政策干预逻辑，成为政策科学发展的新方向，
为政策设计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行为途径。
２ ． “自由家长主义”：政策干预的第三条道路
如果说“有限理性”是行为科学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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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的行为转向，那么“自由家长主义”则是对传统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研
究中自由主义理论和家长主义理论的有效折中，既补充了政府干预的决策理念，
又聚焦了政府干预的价值取向，为政策干预提供了“第三条道路” （Ｈａｌｐｅｒｎ，
２０１６）。

早期传统政府的管理方式主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强制型”
家长主义和“放养型”自由主义。“强制型”家长主义认为政府应承担起“家
长”的职责，在个体需要做出决策或缺乏理性时，对个体行为进行强制约束，
帮助他们“正确”选择，如禁止、命令和财政抑制措施等，个体的自由选择权
较弱（何贵兵等，２０１８）。“放养型”自由主义则秉持个体是自身利益最佳决策
者的价值观，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都会造成其福利的损害，主张政府应该“放
手”或不要过多干预。然而，由于个体行为的“有限理性”趋向， “强制型”
家长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行为进行过于严苛的干预，“放养型”自由主义又
缺少对人们行为偏差的规范，二者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足以推动政府做出最
优的干预选择。

在这两种价值理念选择的论争之下，Ｔｈａｌｅｒ和Ｓｕｎｓｔｅｉｎ另辟蹊径地提出了
“第三条道路”———“温和型”自由家长主义（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旨在防
止家长主义的过度干预和自由主义的过度放任，在保障公众自由选择权的前提
下，引导人们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杨超，２０２０）。这一干预模式并不强制
政策目标群体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而是保护其避免因自身推理偏差、行为惰
性等导致的不良行为和错误决策，旨在利用人们稳定的认知偏差克服偏差本身，
以达到政策目标群体和社会福利的最优（Ｍｅｒｒｉｃｋ，２０２２）。例如，英国政府通过
向拖欠税款的公民邮寄温和且非强制性的提醒信，推动政策目标的完成，显著
提升了英国的纳税率①。

在“温和型”自由家长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行为公共政策工具以其柔性、
精准的干预方式，规避了家长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弊端，在给予个体最大选择自
由的同时降低了政策成本，提高了政策执行效益，被广泛应用于国外公共部门
和公共政策的多个领域，在推动养老金储蓄政策实施、提高疫苗注射率等方面
均取得了显著的政策成效（Ｔｈａｌｅｒ，２０１５）。

（二）理论框架：基于行为公共政策工具设计视角的分析
如上文所述，在以“有限理性”与“温和型”自由家长主义为基石的行为

公共政策导向下，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公共政策的政策工具，并在政策实践领域
获得了广泛应用。然而，当前研究多关注对单一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如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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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阐释与应用分析。尽管已有学者对个别行为公共政策工具进行比较与分
析，但对这一领域的探讨仍有不足，特别是基于政策工具设计视角的系统性剖
析。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的两大核心要素———干预对象与干预核心，构建了行为
公共政策工具类型学分析框架，系统比较当前四种典型的行为公共政策工具，
即助推、助力、强推和督推，旨在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箱，助
力政策制定者选择与政策情境“适配”的政策工具，实现精准施策。

首先，干预对象主要用以区分行为公共政策工具作用的目标群体，即需求
侧或供给侧。具体而言，公共政策情境下需求侧（买方）指对产品、服务和信
息等有需求的受众群体；而供给侧（卖方）指除政府外，提供产品、服务和信
息的供给主体。卖方可以通过提供产品、服务和信息满足买方的需求，买方亦
可通过反馈、评价等方式，影响卖方提供产品、服务和信息的质量和方向（丁
煌、李晓飞，２０１０）。一般而言，行为公共政策工具主要通过认知和偏好对政策
目标群体行为进行直接干预，即对需求侧进行干预，其作用路径主要表现为政
策→需求侧群体行为。然而，这一行为干预方法却被供给侧群体为获利而利用，
通过刻意制造需求方决策偏见的方式损害需求方利益（Ａｋｅｒｌｏｆ ＆ Ｓｈ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５）。正如Ｏｌｉｖｅｒ （２０１５）所指出的，在商品或服务供给主体对政策需求方行
为产生偏差诱导的情形下，需要对行为改变目标以外的对象进行监管，即对供
给侧进行干预，通过公开监管市场活动，最大限度地限制供给侧主体借助行为
信息优势对公众进行决策误导，防范“钓愚”现象的发生。此外，相比需求侧
干预，供给侧干预可以直接对类似“钓愚”现象等强势主体危害弱势主体的行
为进行源头治理，减少不公平定价、误导性宣传等行为的发生（Ｈｅｉｄｈｕｅｓ ＆
Ｋ ｓｚｅｇｉ，２０１７），其作用路径主要表现为政策→供给侧群体行为→需求侧群体行
为。例如，英国政府对奶酪和巧克力制造商进行监管，要求其贴标准化食品标
签，间接促使消费者减少甜食购买，以维护消费者的健康。

其次，干预核心代表了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在技术层面的差异，即直接改变
行为或通过提高能力间接改变行为，这一技术的背后蕴含了作用理论、作用模
式和价值理念等一系列的差异（Ｈｅｒｔｗｉｇ ＆ ＧｒüｎｅＹａｎｏｆｆ，２０１７；张书维等，
２０１８）。行为公共政策的“行为”比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中论述的行为范围更
小，更加强调个体的认知、情绪等因素。依据心理学界提出的个体“刺激－反
应”作用模式，以助推为代表的行为工具在价值理念上更加注重个体的非理性，
因而也更加倾向于通过选择架构的刺激直接干预个体行为（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２０１１）。
然而，由于行为干预无法保证政策目标群体行为长时间地符合政策目标，
Ｈｅｒｔｗｉｇ （２０１７）提出对人们的“能力”进行长期培养，以产生持久的行为效
果。其背后的理论主要基于心理学界的发现，信息检索等决策策略可以在不损
失客观理性的情况下减少决策复杂性进而提高决策速度，主要表现为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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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反应，其价值理念更倾向于“简捷启发式规则是合乎生态理性的”，如
以“助力”为代表的行为工具，通过简捷启发式的“教育”提高个体能力以改
变其行为（刘永芳，２０２２）。

从行为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干预对象和干预核心作为行为公共政策工具
的两个核心分类依据，均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明确政策的瞄准重点，通过精准
地设计政策工具，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提高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力。而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干预核心侧重于“行为”，干预对象侧重于区分干预的
“目标群体”，注重通过对政策规则的干预，影响政策工具直接指向的关键对象，
在明确目标群体行为特征的前提下，助力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成效。因而，从行
为公共政策工具设计视角出发，研究构建了基于干预对象－干预核心的类型学
分析框架，依据不同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在这两个维度属性与特征的不同，将四
种典型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归纳为三类，即需求行为型、需求能力型和供给行为
型。其中，需求行为型政策工具包括助推和强推，需求能力型政策工具包括助
力，供给行为型政策工具包括督推，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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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三类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基于类型学的比较分析

类型学是方法论研究的经典范式，其优势在于化繁为简，可以简洁地展现
方法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吕立远、黄萃，２０２２）。应用类型学分析框架对不同行
为公共政策工具进行划分，能够更清晰地展现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的共性与差异，
有助于对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的理解。本文在对已有行为公共政策工具文献内容
与核心观点分析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一级编码主维度聚合与二级编码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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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在编码过程中确保相似观点的互斥与相异观点的完备，最终将工具设计、
应用策略和政策效应作为政策工具类型学比较分析的三个主维度，将理论基础、
干预强度、干预特征、子工具、应用场域、适用条件作为分析的六个子维度。
考虑行文的篇幅限制，编码过程简要呈现（见表１）。

表１　 主维度与子维度的核心观点编码
一级
编码

二级
编码 关键词 内容

工具
设计

理论
基础

自由家长主义
行为干预、行为监管
家长自由主义
强自由家长主义

康利主张禁止吸烟，这种类型的干预有时被称为是
强推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监管干预被称为督推
…………

干预
强度

强推大于助推
督推大于强推
助推大于助力

强推比助推更有力；督推强度大于强推
强推需要比助推更明确的干预且更有效
…………

干预
特征

助推内部性；督推外部性
助力内部性；强推内部性

自由家长主义解决的是内部性而不是外部性
督推专注于解决外部性而不是内部性
…………

应用
策略

子工具

默认选项、框架效应
长期／短期助力

伤害他人行为的监管
不作为行为的监管
警示、劝诫、规劝

桑斯坦将其分为家长式助推、教育式助推、利用个
体偏见的助推
根据被助力的能力分为风险素养助力、不确定性管
理助力、动机性助力
…………

应用
场域

养老、健康、医疗
就业、博彩业

不可逆转的实现目标

强推应该在人们可能做出严重且不可逆转地干扰他
们实现目标时进行干预
…………

适用
条件

个体行为
负外部性非理性行为
社会影响的问题

应用于具有社会普遍性，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的
问题
面对可能产生负外部性的非理性行为
…………

政策效应
间接培养
直接干预
以小拨大

保留了个人的选择自由
助力旨在通过灌输新的能力或间接培养存在的能力
产生持久的行为效果
…………

　 　 注：作者自制。核心观点仅部分列出，用以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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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主维度整体遵循了“理论－实践－效应”的政策工具分析与评价逻辑，
六个子维度进一步通过理论基础、干预强度和干预特征剖析工具设计的内在逻
辑，子工具、应用场域和适用条件细化工具的应用价值，以政策效应延伸工具
理念的实际影响。因此，研究分别对四种行为公共政策工具进行逻辑梳理、系
统比较与分析，厘清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的理论机理与实践价值（见表２）。

表２　 行为公共政策工具比较
需求行为型 需求能力型 供给行为型

助推 强推 助力 督推
干预主体 需求侧 需求侧 需求侧 供给侧
干预核心 行为 行为 能力 行为
干预路径 直接 间接

工
具
设
计

理论
基础 自由家长主义 强自由家长主义 家长自由主义 行为＋监管

干预
强度 低 中 最低 高

干预
特征

解决内部因素导致
的行为偏差

解决内部因素导致
的行为偏差

解决内部因素导致
的行为偏差

解决外部因素导致
的行为偏差

应
用
策
略

子工具
默认选项
框架效应
社会规范

警示
行为限制
规劝

短期助力
长期助力

监管伤害他人行为
监管不作为行为

应用
场域

养老、医疗、环
保、慈善捐款等

健康、交通、抵押
贷款等

教育、就业、公共
卫生、扶贫等

博彩业、零售业、
广告业等

适用
条件

短期、低执行成
本、行为改变

因个人利益而产生
的非理性行为

长期、能力提升、
行为改变

对需求方产生伤
害；损害社会利益

政策效应 直接；易逆转；成
本低廉

直接；易逆转；成
本适度

间接；不易逆转；
成本适度

间接；易逆转；
成本略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需求行为型政策工具：助推与强推
需求行为型政策工具是基于政策需求侧对目标群体行为进行干预的行为公

共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助推和强推两种类型。尽管同属一种类型，但二者在政
策工具设计、应用策略和政策效应维度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在政策工具设计维度，借鉴Ｔｈａｌｅｒ和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９）对助推工具的
分析层次，本研究主要从理论基础、干预强度与干预特征三个方面进行辨析。
理论基础关注行为公共政策工具所遵循的框架模式与理论思想，干预强度则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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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对政策群体行为干预的力度大小。（１）助推工具主要基
于Ｓｕｎｓｔｅｉｎ的自由家长主义和Ｏｌｉｖｅｒ的反监管主义。自由家长主义强调通过善意
引导目标对象的选择和行为完成既定政策目标（Ｇｉｇｅｒｅｎｚｅｒ等，２０１９）。反监管
主义则反对使用“胡萝卜＋大棒”的激励方式和压力式劝诫，提倡借助政策群
体自身的内在因素，如规范、意识等完成政策行为。在以上两种理论基础的引
导下，助推工具在保留政策目标群体选择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对选择架构的改
变触发（Ｔｒｉｇｇｅｒ）目标群体内部认知和动机，助推行为的变化，其强度更加温
和，也更易被人们所接受（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８）。（２）相比助推自由家长主义式的温
和干预，强推工具不仅对政策目标群体行为进行微调，更强调对目标群体可能
产生的自我伤害性非理性行为进行约束，并增加了一定程度的法律监管措施。
因此其理论基础主要基于Ｍｏｗｅｒ （２０１４）提出的强自由家长主义，是一种基于
广义成本与收益的衡量，而非盲目式强制干预，当该行为的社会收益远超个人
收益时，其作用才会更加突出。因此，相比助推“温和、提醒式”的行为干预，
强推倾向于“强烈、略带强制性”的行为干预，其干预力度有所增强，且在对
可能产生自我伤害的非理性行为干预方面更具有影响力。例如，在个体提出离
婚或进行购房购车等超额消费时，强制给予其一定期限的冷静期，防止因冲动
或从众等心理而产生不理智行为。此类涉及健康、安全等略带竞争性的领域，
往往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规范目标群体行为，保护其免受因自身行为
偏差而导致的伤害。

其次，本研究主要基于Ｏｌｉｖｅｒ （２０１８）提出的“解决内部／外部因素”，区
分不同政策工具的干预特征。由于个体行为决策不仅会受到自身认知和偏好等
内部因素的作用，还会受到周围环境和服务供给方行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如
超市中商品的摆放位置和数量会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因而，以内部／外
部因素来刻画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的干预特征主要在于区分行为公共政策工具是
保护人们免受自身伤害还是免受他人伤害。其中用以解决外部因素所导致的行
为偏差的行为工具（督推）详见下文分析。尽管助推和强推均用以修正因内部
因素而产生的行为偏差，但需提及的是，二者的干预途径却不尽相同。助推以
保障个人和群体行为自由为前提，主张政府不得施加任何带有误导性的政策对
目标群体行为进行干预（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９）；而强推则通过阻止政策目标群体做出
对自身产生伤害的行为，促进其愿望的满足。因而相比助推，强推有着更高的
强制性和干预性。

最后，应用策略指应用行为工具时所需的一系列方式方法。从政策工具的
应用策略和政策效应维度来看，研究主要从子工具、适用条件和应用场域进行
比较分析。由于助推的研究较为广泛，其子工具也呈现多样化分类，如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４）根据助推策略对个体自主性的干预程度将助推分为初级（轻微引导）、
中级（偏向引导）和高级（塑造偏好）三个类别；Ｔｈａｌｅｒ和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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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提出助推子工具分类，即改变诱因、理解“选项－结果”关系、默认选项、
基于反馈、预判错误和选项结构化等。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助推可被归纳
为三大策略，即增加策略、减少策略和转换策略，政策设计者可根据现实场景，
通过使用颜色或形状等视觉提示吸引注意力、调整选项顺序等政策设计，以决
策过程中选项被呈现和组织的方式不同而对个体行为进行纠偏（张书维等，
２０１９）。相比助推，强推通过警示、行为限制等偏家长式监管方法对目标对象行
为进行干预，以确保目标群体免受自身伤害，其中行为限制指直接对目标群体
行为进行限制，而非限制选择。在监管范围上，区别于传统禁止命令式的强权
监管，强推主张当目标群体为了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可能做出严重损害社会整体
利益的行为时，对其进行“限制”，并非“全部禁止”。从政策效应来看，二者
均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是在养老、慈善捐款等方面均可见助推
的应用。例如，运用“设置默认选项”助推器官捐赠、退休储蓄等。二是在反
式脂肪含量限制和个人抵押贷款额度限制等方面，强推展现出显著的政策效果，
其原因在于，上述政策领域往往需要更高的干预水平，以确保政策群体的安全
与健康。但强推工具的应用仍需注意其适度性问题，且应对工具的实施成本、
干预程度和干预范围等进行充分评估，以免偏离政策目标。

综上，助推遵循“自由家长主义”，在保持选择自由的同时，通过对公民的
偏好和能力的掌握，引导政策目标群体朝特定方向前进，是一种自愿信息类和
柔性手段并存的温和型政策工具，适用于在短期内通过低成本的方式产生行为
改变（张书维等，２０２２；句华，２０１７）；强推则遵循“强自由家长主义”，主张
通过时间约束、额度限制等方式，在政策目标群体可能做出严重干扰其自身实
现目标的决定时，对其行为进行干预，是一种更强的微调变体，虽然限制选择
但并不消除选择，因其更高的强制性和干预性，更适用于考量成本和效益的竞
争性领域，以纠正目标群体的“当前选择偏差”（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Ｇｒａｈａｍ，２０１７）。

（二）需求能力型政策工具：助力
不同于需求行为型政策工具，需求能力型政策工具通过技能、外部环境等

培养政策目标群体的决策能力，使其有意识地避免可能出现的认知偏差，这一
类型代表性的政策工具为“助力”（ＧｒüｎｅＹａｎｏｆｆ ＆ Ｈｅｒｔｗｉｇ，２０１６）。基于张书
维（２０１８）等学者对助推与助力的论述，本文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进一步阐
明助力的理论基础、应用策略与政策效应。

首先，助力工具的理论基础主要基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家长自由主义”，
以人类认知过程的“简捷启发式”为认知基础，将复杂的过程简单化，利用人
的认知可塑性培养认知能力，在维护决策者个人能动性的前提下，选取透明且
适当的积极介入实现行为治理。有学者指出，助力所遵循的家长自由主义比助
推的自由家长主义更接近自由主义，需要政策制定者对目标更加确定，需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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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过程更加透明，也更大程度维护了政策目标群体的行为自由。因而，当政策
目标群体所需做出的决策可以通过培训、教育等方式解决时，助力工具便可支
持政策目标群体做出有效的行为决策。例如，在风险已知和可测的情况下教授
个体特定领域的风险知识，以提升个体在风险来临时的应对和反应能力等。与
此同时，助力与助推有着相同的干预特征，即通过解决内部因素导致的决策偏
差，引导目标群体行为发生预期变化。在这一相似性上，认知心理学家Ｈｅｒｔｗｉｇ
和ＧｒüｎｅＹａｎｏｆｆ （２０１７）指出“助力与助推并不完全独立，也不是完全相互替代
的”，在财务决策、自我控制等领域中，个人能力可以被助推也可以被助力。但
由于助力是通过培养政策目标群体的长期能力而发挥作用，干预强度较低且透
明性较高，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其次，从政策工具的应用策略和政策效应来看，助力工具更加注重政策目
标群体的能力自主性和长期时效性。根据运用时间，助力主要分为短期助力和
长期助力。短期助力指经过短时间学习帮助人们培养适用于特定环境的专项技
能；长期助力指在理想情况下，通过增加政策目标群体的新能力或提高现有能
力，永久性地改变其认知和行为方式，且该能力可以在任何环境中适用。由于
短期助力更偏向对特定情境和问题的针对性修正，而长期助力旨在促进普遍、
持久行为的产生，因而成为政策实践领域的主流和代表。亦有学者指出，助力
是助推的衍生品，反复影响行为的助推可能在无形中培养政策目标群体的能力，
进而产生行为习惯（Ｅｓｐｉｎｏｓ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因而，助力更多地被应用于教育、
就业等领域，通过宣传和培训提高公众对政策的掌握和理解能力，如通过社区
宣传和开设讲座，帮助公众提高医学等知识。

综上，尽管如张书维（２０１８）所指出的，助力与助推“局部重叠，殊途同
归”，但相比于助推作用的即时、短暂和易逆转性，助力通过能力培养产生持久
的行为效果，不仅克服了助推工具易逆转的效用不足，且给予政策制定者更多
选择，用更低的认知成本延长了政策执行效果，适用于对个体能力的提升和促
进行为的长期改变。

（三）供给行为型政策工具：督推
不同于前两类从需求侧对政策目标群体行为或能力进行干预，以解决内部

因素导致的行为偏差问题，供给行为型政策工具主要通过对供给侧行为的监管
间接干预需求侧群体行为，以解决外部因素造成的行为偏误。即通过监管供给
方，间接助推需求方，亦可称为带有监管性质的助推，其代表性的政策工具为
督推。督推由Ｏｌｉｖｅｒ （２０１８）提出，是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以供给方行为为中
介，间接对需求方行为进行干预的政策工具，其嵌于助推的价值基础之中，是
将助推理念与监管工具相结合，介于自由市场和传统监管之间的一种行为公共
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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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政策工具设计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督推中包含了助推策
略，但其助推主体并非局限于政府，供给方作为中间桥梁也承担了对需求侧群
体行为修正的责任。在干预过程中，督推强调对供给方行为监管，进而解决因
供给方利益导向行为而产生的助推无效问题。督推工具的理论基础更接近Ｍｉｌｌ
（１８６９）的“强调政府监管的合法性”，即通过使用信息披露、公众的参与反馈
等多样化方式，为公开监管提供信息，防止和降低因供给方利益导向行为造成
的损害。如政府要求贷款公司公布排名，这会促使公司提升服务以维护其排名，
从而既让客户深度了解公司情况，又可以防止利益导向下的伤害行为。当然，
供给行为型工具所提及的供给方并非单一企业或制造商，而是可能对行为改变
目标产生影响的所有供给主体。不同于助推只着眼于政府和政策目标群体之间
的直接联系，督推是建立在法律约束基础上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避免
了决策者因偏好影响而产生的决策偏差。此外，督推所具有的监管性质亦不同
于强推，强推力求阻止需求方因个人利益导向而产生的非理性自我伤害行为，
督推则主张通过施加法律准则约束供给方，从行为修正源头入手，运用带有监
管属性的干预阻止供给方利益最大化行为，从而实现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其干
预强度和干预成本也将高于强推（Ｍｏｊａｅｖｉｃ ＆ Ｎｉｋｏｌｉｃ，２０２２）。以监管香烟广告
投放行为与监管公众吸烟行为为例，政策无法做到限制公众的吸烟自由，仅能
对公众吸烟行为进行劝诫与警示，但经过对香烟广告投放的大力监管，可以大
幅度降低公众因广告吸引而增加的香烟购买行为，但这也提高了政策执行的成
本。因而，督推将干预诉诸法律，借助供给方的中间桥梁，间接作用于需求方
行为，通过对供给方行为产生的外部性问题进行监管，最大程度增加供给方对
需求方产生伤害行为的成本，降低供给方发生负外部性行为的概率，进而推动
需求方行为向政策预期方向发展。

其次，在应用策略方面，督推在助推的基础上将监管和激励措施交叠使用，
间接推动目标群体行为决策的改变。根据Ｏｌｉｖｅｒ （２０１８）的分类，督推主要分为
两种：一是针对会对他人造成伤害行为活动的监管，即由于供给方的利益导向
行为产生的对供给方有利而对需求方存在潜在危害的行为。例如，新闻媒体因
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可能利用人们的刻板印象、统计知识不足等弱点，进
行谣言制造等损害弱势个体利益的行为，政府可以借助督推工具进行官媒认证，
提示个体媒体报道的可信度，从监督供给方行为着手促进需求方群体决策与行
为的理性化。二是针对本可以为他人带来利益却不作为的行为活动的监管，即
由于一方惰性或偏见导致的“不作为”而阻碍他人利益。例如器官捐赠，除公
众自身对器官捐赠行为产生抗拒外，捐赠过程的繁琐和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亦是影响捐赠者做出器官捐赠决策的因素。因而，有些国家将器官捐赠上升到
法律层面，通过监管汽车销售商，让人们在缴纳车险时必须选择是否登记成为
器官捐赠候选人，提高了民众器官捐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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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应用场域、适用条件和政策效应方面，英国已经在烟草和博彩业
等领域应用了督推策略，如规定香烟制造商必须选用纯色香烟盒，间接助推人
们降低香烟的购买欲望；将机器可以接受的赌注（每２０秒）限制在２英镑以内
的监管要求，防止人们沉迷赌博。值得指出的是，在督推过程中，单一的监管
措施可能会引起供给方的不满与抵抗情绪，因而监管和激励措施的相辅相成必
不可少，配合“合规制度”，包括激励、信息提供等多方面条款的使用将有助于
督推的连贯性和有效性（Ｇｉｅｓｔ，２０２０）。也正因为供给行为型工具以供给方为干
预中介，间接影响需求方的决策行为，更加适用于因供给方利益最大化而对需
求方产生可能性伤害或损害社会利益等行为的干预。

除对上述三类行为工具的维度分析外，强推和督推这样略带有强制色彩的
政策工具也被视为广义的行为工具。有以下三点需着重强调：其一，使用要求
方面。强推和督推更依赖于对政策收益的衡量和行为信息的掌握程度，需要政
策制定者具备更高的经济核算和信息收集能力；而助推和助力通常以较小的成
本或仅对政策环境稍加改变即可影响群体行为，对政策制定者的能力要求稍弱。
其二，干预不足方面。督推通过监管供给方，间接影响需求方行为，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忽视个体的内在动机；而助推和助力则基于个体自身行为偏好进行纠
偏，更易于个体理解政策选择。其三，长期效果方面。强推和督推带有一定的
强制性，可能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个体抵触和依赖心理等问题，仍值
得进一步探讨。

四、结论与讨论

行为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使公共政策产生了由外到内的变革，“有限理性”对
微观个体行为的诠释和“自由家长主义”助推政府干预的温和转向已成为行为
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行为公共政策工具，
并在养老、健康等领域广泛运用。本文基于政策工具“干预对象”与“干预核
心”两个要素，构建了需求行为型、需求能力型和供给行为型行为公共政策工
具类型学分析框架，并分别从工具设计、应用策略和政策效应三个主维度，对
助推、强推、助力和督推四种行为公共政策工具进行系统地比较与深描，为政
策制定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政策工具选择提供理论支持，为我国行为公共政策工
具设计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类型学的分析结果表明，尽管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均瞄准传统工具难以应对
的“个体失灵”和“行为偏差”问题，但其干预策略不尽相同。需求行为型政
策工具既提高了“完全放任”的自由边界，隐性柔和地引导政策群体的行为选
择，又破除了传统监管的盲目强制性与禁止权威性，引入对政策收益的衡量和
行为选择的限制，及时纠正行为的外部效应。需求能力型政策工具则以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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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核心，培养目标群体持久的行为效用，体现“助人自助”的实质性思维。
以督推为代表的供给行为型政策工具，将直接监管供给方与间接助推需求方作
为干预的策略选择，通过对利益导向的供给型行为和偏见导向的不作为行为进
行有效监管，促进政策效益的最大化。

然而，上述三类工具在实践过程中仍需被审慎对待。需求行为型政策工具
因干预需求侧群体行为而存在潜在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争议。对于助推而言，政
府所引入的行为干预措施是否合法、政策制定者是否真正了解政策群体的真实
需求、是否阻碍个人意识培养等问题，都面临着实践考验。而强推工具在使用
过程中由于缺乏行为影响的衡量机制，成本收益难以量化，可能存在主观判断
上的利益权衡，同时被监管的行为是否可以促进社会福祉仍需达成广泛共识。
需求能力型政策工具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对成本的衡量和政策群体的适用性方面。
对于助力而言，能力的培养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和学习成本，需要具备一定的
政策前瞻性，其政策效应也会受到政策群体接受知识能力的制约，如针对受教
育水平较低或特殊群体的政策设计，应充分考虑此类群体对该工具的认同和接
受度，避免盲目推进。供给行为型政策工具则需要将权衡的群体范围扩大，同
时警惕商业利益对监管的实质影响。以督推为例，因其对供给方进行直接监管，
可能会使利益受损方产生抵触情绪，进而影响商品服务的供给与经济效益，而
供给方也可能为了避免自身利益受损，利用商业利益隐秘干涉监管过程，诱发
新的问题。因而，政策制定者应在理性分析政策情境的前提下，合理选择政策
工具，以提高政策的执行成效。

此外，基于类型学的研究在行为工具的穷尽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其一，
由类型学分析框架可知，理应存在一种供给能力型行为工具，通过提升供给侧
对公众（消费者）的服务供给能力，使其在把握行为规律、提升供给决策能力
的基础上自觉优化供给方式，从而间接改变供给侧群体行为，进而改变需求侧
群体行为。但综合现有研究，暂时未找到该类型所对应的“准确”政策工具，
有待未来研究予以补充。其二，对于其他三类行为工具，研究仅以四个代表性
工具进行综合性比较分析，未来研究中亦可增加同类型未尽政策工具的讨论，
以补充和完善行为公共政策工具丛，如增加特定行为的阻力以减少该行为发生
的阻推（Ｓｌｕｄｇｅ）工具和在助推基础上融入自我意识与内部思考的助推＋工具，
亦属于需求行为型政策工具。

综上，尽管存在局限，但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行为公共政策工具是对
传统政策工具的补充与拓展，在弱化工具强制性的同时，实现了宏观政策与微
观个体行为的有效联结，在为公民提供更多自主权的基础上，以更低的成本温
和推动政策群体的行为选择，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提高政策执行的有
效性（Ｔ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１９）。在行为公共政策工具不断从理论研究延伸到政策实践
的发展趋势下，我国也应进一步推动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的本土化应用。已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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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明，中国属于“绝大多数支持助推的国家”，中国公众对助推工具的应用表
现了极高的热情，支持率超过９０％ （付春野等，２０２２）。同时，我国已有的降
低艾滋病预防目标人群决策难度、地铁楼梯钢琴键设计理念、垃圾分类知识能
力提升等政策，均已蕴含行为公共政策理念（吕孝礼等，２０２０），公共危机情境
下的柔性治理工具对社区“数字鸿沟”亦实现了有效治理（傅承哲等，２０２４）。
因而，我国应在遵循传统政策工具策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行为公共政策工
具的政策设计与政策实践，通过加强本土化的行为公共政策工具研究以及开展
政策试点，发挥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堵点”问题，
实现行为公共政策工具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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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Ｊ．，＆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Ｏ． （１９４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ｎｄ ｒｅｖ． ｅｄ．）．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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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公共政策的工具设计、应用策略与政策效应：基于类型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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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ａｓｓｉｓ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ｐｅｅ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ｗｈｉｃｈ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ｄｕ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ｔｏｐｉｃ ｈａｓ ｎｏ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 ｗａ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ｗ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ｆｔｅｎ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ｂｌｏｃｋｓ”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ｎｏｄ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ｌｉｎｅｓ．”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ｓ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 ｗｏｒｋ，ｓｈａｐｉ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ｅａ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ｕ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ｏｌ Ｄｅｓｉｇ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Ｘｉａｏｏｕ Ｍａｎ ＆ Ｙｕ 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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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ｌｅｄ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ｎｕｄｇ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ｉｇｎ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ｅｍ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ｉｎｄｅｐｔｈ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Ｎｕｄｇｅ，Ｓｈｏｖｅ，Ｂｏｏｓｔ，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ｉｘ ｓｕｂ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ｂｉａｓ”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ｏｌｓ，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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